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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信息与技术在社会心理服务体系
建设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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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是社会治理的重要内容。从个体、组织/群体与社会 3个层面

（即微观、中观、宏观层面）出发，以利用网络信息与技术干预和引导各层面的情绪为核心，论

述了网络信息与技术在干预个体心理健康、引导群体和社会情绪等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

中的应用，建议进一步发挥主流媒体的舆论引导作用、规范自媒体从业者职业伦理和职业素

养、规范大数据分析的伦理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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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加强社会心理服务体系

建设，培育自尊自信、理性平和、积极向上的社会心

态。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是社会治理的重要内

容，是在个体、组织、社会、文化等层面，基于民众的

心理需要，通过公共服务和社会服务等手段提供心

理服务、引导社会心态、全方位加强心理建设，旨在

有效提高个体心理健康素养、提升组织健康发展效

能、推进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1]。心理

学界从理论探讨和社会实践多个方面对社会心理

服务体系进行分析，侧重点各有不同但仍有共识，

即都认为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是社会治理体系

的重要组成部分，应当从个体、组织/群体、社会等

不同层面，从预防、干预等不同环节全方位推

动[2-4]。

网络信息与技术在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中

有非常重要的应用。海量而驳杂的网络信息深刻

影响着公众的社会心理、价值取向与行为方式，网

络成为形塑社会心态最为重要的技术力量与公众

平台。只有深入研究网络信息与网络情绪、社会心

态之间的关系，才能找到利用网络舆论来科学引导

社会心态的路径与方法。个体的情绪对表达思想

和观点至关重要，进而影响态度和行为，而社会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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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和社会情感则是社会心态的核心要素，构成社会

心态的动力机制和社会运行的调控、凝聚机制。社

会情绪和社会情感具有社会信号、社会运行动力、

社会行为调节和团结社会等功能。个体心理健康

范畴内可以借助心理学的手段解决情感问题，但社

会层面的情绪、情感的引导则应该纳入到社会治理

下，多主体社会治理才是实现情绪、情感引导的有

效路径[5]。新媒体时代，情感治理作为社会治理的

一个重要维度[6]，已经进入众多学者与社会治理者

的视野。

本研究从个体、组织/群体与社会 3个层面，即

微观、中观、宏观层面出发，以利用网络信息与技术

干预和引导各层面的情绪为核心，论述网络信息与

技术在干预个体心理健康，引导群体和社会情绪等

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中的应用，并对该过程中如

何发挥主流媒体的舆论引导作用、规范自媒体从业

者职业伦理和职业素养、规范大数据分析的伦理监

管等提出建议。

1 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不同层面

所对应的网络情绪

在网络信息技术不断发展的同时，学界日益关

注网络情绪作用机制研究。信息内容的情绪因素

对信息传播的效果起到一定作用。人们之所以会

分享有情绪的内容，是因为这样能够使得自己的经

历更有意义，减少认知失调，或者加深社会连结[7]。

越来越多的研究认识到：情绪与信息的意识、回忆

和判断均有关系[8-9]，也影响着与传播行为有关的

动机[10]。因此，目前的新闻报道均倾向于采用更为

明确的情感诉求策略[11]。这种情况在网络新闻宣

传中得到进一步体现，网络新闻或宣传内容需要在

有限的字数内吸引受众的注意力，与传统新闻相

比，网络上的新闻推文更容易偏颇[12]，并且包含明

显不同的情感[13]。同时，随着人们越来越多地使用

社交媒体分享其日常事件或报道其感兴趣的外部

事件，社会媒体为其提供了丰富的公共和私人领域

的信息，这些信息从情绪上来看，既有积极的，也有

消极的。哈贝马斯提出“领域”的概念，认为公共领

域是人们讨论社会问题和发起政治行动的地方，而

私人领域是人们讨论个人事务的地方。但是，现代

社会随着媒介的不断融合和发展，在互联网上，领

域的边界变得愈加模糊，具体而言，个人的社交媒

体已成为公共领域，可以讨论广泛的话题[14]。个体

在社交媒体上发布的个人信息也可能引发极大的

关注，变成公共话题，激荡群体与社会情绪。因此，

在利用网络信息与技术开展社会心理服务之前，有

必要厘清网络上的不同情绪。

1.1 个体的私人情绪与公共情绪

公共情绪（public mood）与个体经历、所处环

境、社会关系等因素有着密切关系，是人类与其他

物种区别开来的重要特征。公共情绪是个体因具

备某种国民群体资格而体验到的情感[15]，是人们在

一定时间里对某种公共事物表现产生的一种状态

性的情绪[16]，包含积极与消极 2个效价。公共情绪

出现在个体基本情绪之后，在社会化过程中逐渐形

成并发展。

公共情绪对应于私人情绪或广义情绪的概念，

描述了未指定的日常感受。从概念上讲，公共情绪

和私人情绪共享相同的思维过程。尽管公共情绪

也会受到私人情绪的影响，但它不仅是日常情绪的

集合，还是个人情绪对公共目标的投射。公共情绪

和私人情绪的区别在于，公共情绪是个体针对公共

领域产生的情绪反应。公共情绪和个人情绪是相

对分离的，即一个在个人生活中体验到较多消极情

绪的人，也可能对国家和社会充满积极的情感和期

待，而一个积极情绪较高的人，也可能对政府和社

会感到强烈不满。近年来，出现了一些“社会情绪

反向”的现象，是指近期一些社会事件中表现出的

令人费解的现象，其情绪反应比较反常，如本该引

起大家同情的事，却有很多人表现出欣喜；本该是

人所共愤的事情，却有人在赞美和钦佩；本该谴责

的行为看到的却是社会性冷漠[17]。这些“社会情绪

反向”现象也从现实的角度反映出公共情绪与私人

情绪是相对独立的。

从个体的私人情绪与公共情绪的联系与区分

也可以看出，个体的私人情绪的引导与干预更多与

社会心理服务体系的微观和中观层面相关，而个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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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公共情绪则与社会心理服务体系的中观和宏观

层面关系更为密切。因此，开展社会心理服务工作

时，有必要将网络上个体对于私人情绪的表达与公

共情绪的表达区分开来。

1.2 群体情绪与社会情绪

在何谓群体情绪的问题上，研究者观点不一。

群体情绪概念在情绪的主客体界定上存在分歧，不

同概念界定衍生出群体情绪测量的差异[18]。目前

有 3种主流的关于群体情绪的界定，其中 2种要么

需要设置特定的情景或者设立外群体，要么需要进

行社会认同显著性测量，这 2类界定更加适合对群

体情绪进行问卷调查或者实验室操纵研究。结合

网络上群体情绪研究及测评的可行性，认为对网络

上群体情绪的界定是：群体情绪可理解为群体内的

个体成员的体验，考察群体情绪如何对个体的情绪

体验和行为产生影响、群体情绪如何通过同质化个

体的反应影响群体行为；考察作为群体成员的个

体，个人情绪如何组合产生群体水平的情绪，群体

情绪又如何被视为这些部分的总和；群体成员的个

体情绪组合如何超越成员本身，从而影响群体情绪

的发展[19]。

社会情绪是心理学和社会学所共同涉及的一

个问题，更是社会心理学的一个重要研究领域。社

会情绪描述的是公共群体情感状态的特征，它不拘

泥于任何特定的公共事件。与动机类似，每一种情

绪在心理唤起、行为表现和特定功能方面都有其独

特的模式。对情绪的基本理解是指人们从事某种

活动的过程中所产生的一种兴奋心理状态。个人

情绪一旦被社会化之后，就会形成群体性的具有相

同心理指向和特征的情绪，即社会情绪。可见，社

会情绪的产生和形成与个人情绪息息相关，个人情

绪与社会情绪具有极强的可融性和互感性[20]。社

会情绪是一种重要的社会信号。就多数人共享的

社会情绪来说，正向社会情绪和负向社会情绪是对

社会群体共同心理的反映，也是对一定社会结构变

化、社会运行状况的反映[5]。

群体情绪和社会情绪不同。群体情绪是在共

同的群体中、多个个体情绪合力的基础上形成的，

它直接影响群体的意向和行动。群体情绪是有边

界的，只发生在与特定公共事件相关的群体中。社

会情绪没有明显的群体指征，是一种整个社会的弥

散性的情绪状态。

值得注意的是，在社会化媒体时代，群体的边

界越来越模糊。借助新兴的媒介平台，社会情绪的

表达、传播与汇集都会对社会的运行起到推波助澜

的作用。在社会化媒体时代，个体情绪（特别是个

体的公共情绪）、群体情绪、社会情绪三者是声量逐

渐加大的过程，个体情绪引发他人的情感共鸣积聚

形成群体情绪，群体情绪进而积聚形成社会情绪或

公共情绪。某些个体情绪在舆论场中的声量小，但

是对群体情绪和社会情绪的辐射能力较强，尤其是

“网络大V”等“意见领袖”的个体情绪，这些情绪会

造成从众效应，容易撼动群体情绪和社会情绪的稳

定性。因此，与某一群体相关的公共事件在社会化

媒体上的持续发酵，在某些情绪化媒体内容的推动

下，不但会对事件相关群体的情绪产生影响，也会

影响事件无关人员的情绪卷入，从而对整体的社会

情绪产生影响。

2 网络信息与技术在社会心理服务

体系中的作用

结合社会心理服务体系的微观、中观、宏观 3
个层面，以及与之相对应的网络上表现出来的情

绪，对网络信息与技术在社会心理服务体系中的作

用进行了相应梳理，主要包括 3个方面：利用网络

平台与技术干预和引导个体情绪，利用融媒体平台

引导各类社会与群体积极情绪，利用网络平台探测

和干预各类社会与群体消极情绪。

2.1 利用网络平台与技术干预和引导个体情绪

为落实党的十九大报告精神，国家卫生健康

委员会、中央政法委、中宣部等 10部委于 2018年 1
月 16日印发《全国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试点工

作方案》，通过试点工作探索社会心理服务模式和

工作机制。在该方案中，相当一部分工作是围绕个

体心理服务开展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新冠）疫

情期间，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于 2020月 2月 26日
发布《关于开展线上服务进一步加强湖北疫情防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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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的通知》，也明确提出要借助“互联网”技术手

段，利用各类网络心理服务平台，为患者、医护人

员、疫情防控一线工作人员以及向受疫情影响的人

群有针对性地提供 7×24 h心理援助服务。此外，

网络平台与技术还可以对个体的社会情绪和社会

心态进行干预和引导。

有研究者对 Medline（OVID）、PsychINFO 上

2010—2014年相关的研究进行综述[21]，较为系统地

揭示了当前互联网、社交媒体以及应用程序（APP）
对情绪障碍的干预现状。网络平台与技术的应用

可以使心理服务资源得到扩张，并以较低成本提供

7×24 h的资源，能够更好地满足公共卫生服务/社
会心理服务的需要。另外，研究显示，利用网络平

台或APP可以对个体的情绪症状进行跟踪记录，结

合一些在线心理干预技术（如CBT），并结合一些面

对面的心理治疗或者药物治疗，能够获得更好的情

绪缓解率。更为广泛的是，社会化媒体（如微博、微

信朋友圈）本身也可以视作一种新兴的缓解个体情

绪的资源，它可以给遭受情绪困扰的个体提供社会

支持、降低污名化水平。除主动寻求支持的个体

外，社会心理服务相关工作者也可以利用网络平台

干预技术自动识别有风险的个体，进行有针对性的

情绪干预。例如，有研究者开展了基于社交媒体的

自杀信息自动识别与心理危机主动预防工作。与

传统的被动等待的自杀预防方式相比，线上主动自

杀预防（proactive suicide prevention online，PSPO）
在很大程度上拓展了自杀干预的范围，让很多以前

从未寻求过帮助的人第一次接受帮助[22]。

需要注意的是，网络平台与技术在个体情绪干

预方面具有很大优势，中国目前也有很多网络平台

提供相应服务，但较少有研究评估每一个具体情绪

干预手段的效用，因此亟待开展各种在线干预的效

果研究。

2.2 利用融媒体平台引导各类社会与群体积极情绪

Turner[23]认为情感是导致社会变革的重要力

量，积极情感激活通常转化为对社团和范畴单元的

承诺，再由这种承诺拓展到更为广泛的社会结构之

中。早期人类的历史上没有中观或宏观的社会结

构，小连接和核心家庭的微观结构是主要社会结

构。因此，对于早期人类来说，不存在如何将积极

情绪向外移出微观结构的困境。但是，随着社会规

模的扩大和宏观社会结构的日益偏远，如何对这些

结构产生依恋的问题急剧增加[23]。

社会化媒体因其极强的互动性而广受网民欢

迎，迅速成为舆论引导的新阵地。由此引发的问题

是：什么样的社会化媒体引导策略可以增加针对中

观和宏观结构的积极情绪（群体积极情绪与社会积

极情绪），从而增加对这些结构及其伴随的文化的

承诺？

解决该问题的第一个策略是增加受众的卷入

水平。卷入度是广告与消费心理学中信息与说服

领域的一个重要概念。它是一种个体对刺激的参

与状态，反映了个体加工信息时的主观唤起程度，

以及知觉到的信息与个体的关联程度[24-25]。中观

与宏观的社会结构离受众的生活比较远，也比较抽

象，因此单纯地宣扬机构、组织或某项政策的好处

并不能引起受众的关注，并激发某些积极的情绪或

情感。而积极的涉及个人的信息则更能拉近与受

众的关系，增强受众的代入感，从而增加受众的认

知和情感卷入水平，并产生更多积极的群体情绪或

社会情绪。举例来说，在媒体上大幅报道某先进个

人的优秀事迹并不能唤起网民对其所代表的群体

或部门的积极反响，但报道某个警察护送小女孩回

家的真实案例则会让网民纷纷“点赞”警察群体，这

为媒体报道提供了新思路。

解决该问题的第二个策略是善用“情绪性”内

容。当前中国主流传统媒体已经通过“走转改”等

活动转变了报道视角与报道策略，还应更为积极地

运用社交媒体手段，通过网络平台与民众沟通交

流，采用更为亲民、平实、丰富的信息呈现和报道方

式，例如综合运用文字、图片、视频等全媒体报道手

段，充分吸收互联网上的最新传播形态，将专业媒

体机构生产的内容（PGC）和网民生产的内容

（UGC）进行有效融合。很多政府和官方机构也在

使用微博平台走近群众。在弘扬榜样精神、传递温

暖爱心、促进社会公益救助时，可以使用生动的描

述、丰富的情绪词汇，促进正能量的传播[26]。

在利用融媒体平台引导积极社会心态、传播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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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量的同时，需要注意一些可能出现的问题，避免

导致信息传播效果不佳，甚至带来相反的传播效

果。例如，有学者发现网络表达与传播中的不同情

绪偏向带来的“情绪逆差”问题，即某些情绪虽然更

易于被表达、被呈现，但缺乏实际的影响效力，而某

些情绪虽然被表达的频次和比重较低，但却具有较

强的社会影响[27]。再如，社会心理学中说服研究领

域中关注到的回旋镖效应（boomerangeffect）[28]，即

传播者给受众传递某种信息，以达到某种说服的目

的，但受众的反应截然相反。

2.3 利用网络平台探测和干预各类社会与群体

消极情绪

社会化媒体由于其自组织、大众化和直接民主

化功能，形成了强大的公共领域场[29]。因此，社交

媒体已经成为监测和预测公众情绪的重要媒介。

与正性情绪能量相反，当消极情绪和积极情绪高度

分层时，如果民众可以将其他资源（如意识形态、领

导、金钱和社会机构）作为不满对象，那么那些拥有

大量消极情绪的人采取集体行动的可能性就会增

加[23]。因此，网络上的负性群体情绪与社会情绪就

成为舆情监测的重中之重。

社交媒体不仅是重要的信息来源和手段，而且

还为民众提供了讨论互联网公共事件的开放自由

的空间。伴随着每一个公共事件的产生，必然会产

生大量舆情。社交媒体上的舆情对促进社会变革

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对政府、司法和其他公共权力

的监督；维护正义和保护弱势群体；引起政府的注

意，敦促政府进行信息宣传和事件调查，并促进社

会管理创新和机构变革[30]。只有及时准确地捕捉

到社会化媒体上的负性群体情绪与社会情绪，各级

社会治理部门才可能更为快速、精准地回应受众的

关切。

结合大数据相关技术，社会化媒体情感分析

（social media sentiment analysis，SMSA）不仅可以

用来监测各类公共事件引发的群体与社会情绪，如

7·23甬温线特别重大铁路交通事故[31]、6·22杭州

保姆纵火案[32]等；也可以用来预测社会各个领域的

舆情，如股市走向[33]、对犯罪的态度[34]等。在进行

网络情绪挖掘时要注意提高对各种情绪的识别，要

注意区分个体情绪与公共情绪、群体情绪与社会情

绪，以全面了解和掌握网络舆情的影响力，有针对

性地制定情绪疏导计划。

在舆论引导方面，如何利用网络平台遏制谣言

和负面言论的蔓延，并进一步疏解由此产生的消极

情绪，这也是社会心理服务体系中一项重要工作。

首先，在进行危机传播或风险沟通时，最需要

关注的是要搭建一个公正的框架。对于事件相关

者而言，愤怒是一种典型的伴随不公正而产生的负

性情绪[35]。伴随公共事件产生的负性社会情绪不

仅体现了事件相关人的负性个体或群体情绪，还会

体现网络上旁观者的社会情绪。公正敏感性对不

公正情境中个体情绪与反应程度有着重要影响。

Schmitt等[36]的研究已经证实，在面对不公正的事件

时，高公正敏感性的人会出现更强烈的情绪反应，

低公正敏感性的个体情绪变化相对较少。因此，在

危机传播过程中搭建一个公正的框架，对于缓解当

事人与旁观者的负性情绪都是有效的。

其次，要注意情绪化内容的使用。这是一把双

刃剑，在传播正能量时，情绪化内容有助于提升传

播效果；在疏导负性情绪时，如发生恶性恐怖事件

后，应尽量避免使用情绪词汇，以安抚群众恐慌情

绪、降低恶劣的社会影响[26]。

再次，要重视非常规突发事件往往伴随产生大

量谣言。研究者指出，在非常规突发事件发生后，

民众对于灾难的认知往往源于各类媒体出于不同

目的的操控[37]。其中，媒体和互联网扮演了重要角

色，使得每个人都可能在传播过程中发挥作用，影

响事件的发展趋势和进程。对于一些突发的危机

事件，地方政府得知相关信息却不及时通报和发布

信息，或者由于表达和传播的方式不当，引发严重

后果，往往会激起民众激烈的不良情绪，使得管理

和应对陷入被动。因此，作为信息沟通的主体，政

府有关部门与媒体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正效价沟

通将会有效降低恐慌。结合媒体和网络环境下的

信息传播和发布特点，以适当的方式引导公众舆

论，减少矛盾激化，才能把非常规突发事件的负面

影响减少到最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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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应注意的责任与伦理问题

网络信息和技术是社会治理和社会心理服务

体系建设的重要手段。随着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

在发挥技术优势的同时也带来了一系列需要关注

的问题。在应用网络信息与技术开展社会心理服

务的过程中，“机构+技术”机制下的主流媒体、自

媒体以及以大数据为核心的技术是网络责任主体，

因此，应重视主流媒体的舆论引导作用、加强规范

自媒体从业者的职业伦理和素养，还应加强对大数

据分析的伦理监管。

3.1 强化主流媒体的舆论引导能力

舆论引导可以缓解甚至遏制消极情绪的蔓延，

传递积极、正向的情感和情绪。随着社会化媒体突

飞猛进的发展，互联网去中心化的趋势愈加凸显，

草根媒体、自媒体及传统受众成为信息的来源或者

传播者，甚至算法这一运算程序都能替代以“人”为

主角的把关人角色，从而造成传统媒体舆论引导边

界逐渐弱化和模糊。需要注意的是，在技术强劲、

信息丰富、信息源头多元化的时代，仍然应重视和

凸显主流媒体在舆论引导过程中主体性。

在全媒体生态系统中，主流媒体的权威性、公

信力、传播力和影响力最强，可以有效引导和平抚

社会情绪，因而主流媒体应发挥舆论引导的主体

性，尤其是在突发性危机事件爆发时，主流媒体的

发声至关重要。在主流媒体舆论引导的过程中，要

树立正确导向和提升社会责任意识，需要注意以下

问题。第一，寻找合适的发声时间或引导时间。时

效性、时新性一直是媒体报道新闻的关键要素以及

新闻筛选的价值标准，舆论引导过程中信息发布的

时间选择有助于传递即时信息。第二，核查事实、

报道真相，社交媒体平台的假新闻、谣言、流言、反

转新闻扎堆，尤其是突发性事件时虚假信息的传播

更为严重，且负面效果仍会扩散，主流媒体应主动

甄别虚假信息、去伪存真，保证信息的真实可信，避

免掉入“塔西陀陷阱”。第三，用“情”引“情”，第一

个“情”是诉诸情感的信息，第二个“情”则指的是社

会情绪，主流媒体要用以积极情感为核心的建设性

新闻传播社会正能量，引导积极向上的社会心态。

3.2 规范自媒体从业者的职业伦理和职业素养

近年来在许多新闻事件发生后，往往存在这一

现象：官方媒体、自媒体同时发声，作为信息接受者

的受众的情绪和成见先爆发和呈现，随后真相才会

宣布，即情绪先行、真相滞后。甚至，新闻事件处于

不断反转的状态，这就是后真相时代（post-truth）
的基本特征。“后真相”一词于 2016年 11月入选牛

津词典，其定义是诉诸情感与个人信仰比陈述客观

事实更能影响民意的各种状况。

自媒体是后真相时代的助推器，助长了受众不

良情绪的极化和非理性的社会心态。相当多的自

媒体遵循着信息市场的商业逻辑——营销、流量至

上，以标题党和鸡汤文赢得 10万+阅读量，贩卖焦

虑和恐慌、痛点和笑点，违背了新闻选择的真实性

和客观性等价值标准。新闻从业者的职业伦理和

规范一直是至高无上的道德准则，它决定着新闻筛

选和报道的标准，有效规范着新闻从业者的行为。

但是对于自媒体而言，从业者的职业伦理和职业素

养一直是缺失状态，这一状况需要引起法律人士、

专家、学者、业界的关注。中国亟待出台一部具有

法律约束力的自媒体从业者职业伦理规范。制定

自媒体从业者的法律法规是自媒体进行有效运作

的前提。从自媒体的行业自律层面看，在恪守行业

自律准则和现有法律法规基础上，自媒体应该自觉

约束、规范运营，承担社会责任，积极维护和促进积

极社会心态。

3.3 规范大数据分析的伦理监管

已有的历史事实和理论反思表明，追求客观性

并不必然导致善，确证无误的知识也不尽意味着人

类福祉的增进。因此，客观知识的获得不再是科学

价值合法性的依据，而应当将科学活动直接纳入伦

理的规范之下。

数据科学结合跨学科的新型研究带来了新技

术、新方法，也带来了许多未知的结果和潜在风险。

首先，利用网络平台进行个体心理服务时，会留下

大量个人隐私信息，存在个人信息泄露的潜在风

险。因此，如何保护这些用户的个人隐私和如何监

管这些数据的使用不仅是一个亟待解决的伦理问

题，更是一个法律问题。同时，社交网络等数据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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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性使得来自海量个体的海量数据可以被公开查

阅。利用大数据进行社会情绪预测时，应该格外警

惕对研究对象隐私可能造成的侵害。目前，对于人

们在互联网上公开的信息究竟是公共性质、私人性

质还是两者兼而有之，在学术界和法律界依然存有

大量争议。在实际研究过程中，往往很难界定这些

数据和信息的属性。一个可行的路径是：探讨建立

分级管理机制，将身份识别信息等敏感信息与其他

必要信息分开，设定研究人员不同级别的访问权

限，减少未经授权的访问、数据丢失和误用，避免对

非必要和敏感信息的访问[38]。

总起来讲，大数据伦理规范坚持的原则关键在

于：要明确研究问题对于个体、家庭、社会群体的收

益和大数据方法可能带来的风险和危害。潜在的

收益会促进哪些科学知识和应用的发展，会解决怎

样的社会问题；潜在的风险或危害包含可能泄露哪

些信息、存在怎样的隐私侵犯风险。在利用大数据

进行社会心理服务时，最关键的立足点是本着危害

最小化、受益最大化的原则，秉持以全社会整体利

益为出发点的基本原则。

4 结论

从个体、组织/群体与社会3个层面（即微观、中

观、宏观层面）出发，以利用网络信息与技术干预和

引导各层面的情绪为核心，论述网络信息与技术在

干预个体心理健康、引导群体和社会情绪等社会心

理服务体系建设中的作用与价值，并提出如下需要

注意的问题：（1）对个体情绪的干预要注意加强在

线干预方法的效果研究；（2）在利用融媒体平台引

导积极社会心态、传播正能量时，要注意避免“情绪

逆差”与“回旋镖效应”；（3）在进行网络情绪挖掘

时要注意提高对各种情绪的识别，注意区分个体情

绪与公共情绪、群体情绪与社会情绪；（4）利用网

络平台遏制谣言和负面言论蔓延时，最重要的是搭

建一个公正的框架；（5）在发挥主流媒体舆论引导

作用、规范自媒体从业者职业伦理和职业素养、开

展大数据分析时，应加强伦理规范和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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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tion of cyber messages and information technology in the

construction of public psychological service system

AbstractAbstract The construction of a public psychological service system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social governance.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use of cyber messages and information technology to intervene and guide the emotions in the individual,
organization/group and society (i.e., micro, medium, macro) levels, in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public psychological service system
such as the intervention of individual mood disorders, and guiding group and social emotions. Suggestions are made on how to
play the guiding role of the mainstream media, regulate the professional ethics and professional quality of social media
practitioners, and standardize the ethical supervision of big data analysis.
KeywordsKeywords cyber message and information technology; public psychological services; social emotions; public emotions; social
medi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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